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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语境与低语境的融合：高罗佩《大唐狄公案》跨文化叙
事策略研究

贺咏梅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福建省漳州市，363123；hym172@xujc.com）

摘　要：荷兰学者高罗佩（Robert van Gulik）所创作的英文小说系列《大唐狄公案》（Judge Dee Mysteries）
是在跨文化传播领域的重要作品。本文从跨文化交际理论视角出发，结合文本分析与比较研究方法，探讨了
高罗佩如何通过融合中国公案小说的“高语境”叙事传统与西方侦探小说的“低语境”逻辑推理，实现东西
方文化的有效对话。研究表明，高罗佩在叙事结构上采用倒叙重组与单元剧模式，在人物塑造上赋予狄公儒
家理想与人性维度，在法律文化层面调和中国礼法体系与西式程序正义，在文化意象层面采用“异化为主、
归化为辅”的策略。这些策略既保留了唐代中国的文化本真性，又符合西方读者的认知习惯，使“狄公”成
为西方读者熟悉的“东方福尔摩斯”。该案例对跨文化叙事实践与理论创新具有重要启示，展现了文明互鉴
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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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全球化背景下，异质文化间的有效对话成为文化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中国传统公案小说与西方侦探
小说虽同属罪案叙事，却根植于不同的文化土壤。荷兰汉学家高罗佩于1945年将清代小说《狄公案》前三十
回译为英文，出版了《Celebrated Cases of Judge Dee》（1949），并于1950至1967年间创作了全新的英文侦探
小说系列《Judge Dee Mysteries》。该系列后由陈来元、胡明等人译回中文，以《大唐狄公案》为名于20世纪
80年代在中国出版，共含16部长篇与8篇短篇。高罗佩在创作中融合中西叙事风格，赋予作品新的文化内涵，
不仅引发中国的“狄公热”，也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回流现象，成为跨文化传播的经典案例。
现有研究多从形象学、女性主义、法律文化、叙事学与艺术视角展开。周若雯指出高罗佩通过人物塑造

与社会景观重构，重塑了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 [1]；陈贺认为其作品体现了西方女性主义对中国封建伦理的
“创造性误读”[2]；罗海澜指出高罗佩融合唐代司法与西方法理，契合西方读者的法律心理 [3]；左梦琳强调
其引入西方侦探小说的推理结构与限制视角，实现中西叙事融合 [4]；王凡则关注画作在案件中的叙事功能
[5]。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维度，缺乏对跨文化叙事机制的整体性探讨。本文以爱德华·霍尔的高-低语
境理论为框架，结合文本分析与比较研究，探讨高罗佩如何通过叙事结构、人物调适、法律文化阐释与文化
意象策略，在高语境的中国公案传统与低语境的西方侦探范式之间构建对话桥梁，并进一步分析其对当下中
国文化“走出去”的启示。

1. 高语境与低语境的叙事传统分野

爱德华·霍尔在《超越文化》（1976）中提出，高语境文化（High-Context Culture）依赖共享的隐含信
息、道德框架和社会共识传递意义；而低语境文化（Low-Context Culture）偏好明确、直接、分析性的表达方
式。这一理论为解读中西罪案叙事差异提供了关键视角 [6]。

1.1. 中国公案小说的高语境特征
中国传统公案小说植根于儒家道德体系，其叙事呈现出三大显著特征：首先，道德教化往往先于案件推

理本身，例如《包公案》中因果报应和忠孝节义的训导常常超越单纯的破案逻辑，判决依据不仅限于法律条
文，更强调“天理人情”的考量；其次，叙事结构呈现出松散多元的特点，作品中大量穿插诗词、梦境等超
自然元素，如《三侠五义》中展昭获得“御猫”称号的情节就源于宋仁宗梦境的预示；最后，这类小说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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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全知视角并强调集体智慧的作用，断案过程往往依赖群体协作而非个人推理，在清代《狄公案》中，狄
仁杰就经常借助随从密查或鬼神托梦来破案，这种叙事手法成功凸显了“青天”形象的神性光环 [7]。

1.2. 西方侦探小说的低语境特征
西方侦探小说在19世纪科学实证主义思潮影响下形成了独特的叙事范式，其核心特征可概括为三个方

面：首先是以福尔摩斯“排除不可能后，剩下的就是真相”[8]为代表的线性因果推理；其次是采用限知视
角，突出侦探作为唯一推理主体的个人英雄主义形象（助手如华生仅起辅助作用）；最后是强调程序正义，
通过从线索收集到真相揭示的严密逻辑链条展现破案过程。

1.3. 叙事传统的冲突与调和可能
高罗佩在翻译《狄公案》过程中敏锐地发现了中西方叙事传统的深层差异。他特别注意到：“托梦破案

的情节被西方批评家认为‘缺乏逻辑基础’，而道德说教则被视为冗长的干扰”[7]。这种冲突实质上反映了高
语境叙事与低语境阅读期待的根本差异：前者依赖共同的文化认知框架，后者则要求明确、直接的逻辑呈
现。这种差异在法律文化层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传统法律体系采用“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架构 [3]，
其核心在于维护皇权权威；相比之下，西方法律体系则以私法为中心，更注重对个人权利的保护。
高罗佩的创造性在于：他未简单套用福尔摩斯模式，而是挖掘中国公案中固有的逻辑元素。如《棠阴比

事》中的法医检验技术、《洗冤集录》的物证分析，证明“中土贤明县尹，其访案之细，破案之神，固不亚
于福尔摩斯也”[9]。这为其融合策略奠定了学理基础。

2. 高罗佩的跨文化叙事策略

2.1. 叙事融合策略
高罗佩的叙事改造主要聚焦在三个层面：叙事时间、叙事结构和叙事视角，通过创造性转化实现高-低语

境的有机融合。

2.1.1. 叙事时间的倒叙重组
高罗佩对中国公案小说的叙事时序进行了创造性改造。传统公案如《汪大尹火烧宝莲寺》多采用顺序叙

事，开篇即揭露凶手，聚焦惩处过程；而高罗佩系统引入倒叙手法，以《铜钟案》为例：先呈现尸体，再展
开调查（陶甘暗访、妓女卧底），最后揭示作案手法。这种重构将阅读期待从“看罪犯受罚”转向“解谜作
案”，契合西方侦探审美。更巧妙的是，他在倒叙中嵌入预叙元素，如《御珠案》开篇的凶手独白暗示心理
又隐藏身份，与原本《狄公案》直接剧透的回目形成鲜明对比，成功保留悬念 [10]。

2.1.2. 叙事结构的单元剧模式

高罗佩对中国公案小说的叙事结构进行了创造性改造，将传统缀段式的松散案件串联转变为单元剧模
式。在《迷宫案》中，将军被杀、遗产争夺和民女失踪三个看似独立的案件最终都指向通敌阴谋；《铜钟
案》则以肉铺奸杀、寺庙淫案和富商仇杀为主线贯穿。这种结构创新既保留了展现市井百态的中国叙事传
统，又通过案件间的内在关联满足了西方读者的逻辑期待。高罗佩基于对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深刻理解，特
意安排狄仁杰同时处理多个案件，这种“县令多案并行”的设定不仅增强了小说的现实感，也体现了其追求
文化真实的创作理念。
在改造叙事结构的同时，高罗佩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删减与强化：他弱化了对酷刑细节（如“骑木驴”

）的描写以适应当代读者的接受度；简化了传统公案中程式化的诉状判词结构以避免冗长；更重要的是，他
大幅增加了侦破过程的比重，如在《铜钟案》中加入妓女卧底、夫人醋意等支线情节，使推理内容占比超过
70%，成功强化了作品的侦探小说特质。

2.1.3. 叙事视角的限知化改造
高罗佩对中国公案小说的叙事视角进行了创造性改造。他突破了传统全知视角的“上帝式”叙事模式，

转而采用限知视角，将读者认知严格限定在狄公的视野范围内。在《铜钟案》中，这一手法运用得尤为精
妙：开篇仅呈现僧人离奇死亡的现场，后续线索如铜钟血迹、僧袍裂缝、香客耳语等都通过狄公的感官逐步
展开。作者刻意保持叙事的克制性，例如对狄公“以破官衙岑寂”为由购买妓女的真实意图（实为设局诱
敌）不予点破，既维持了限知视角的纯粹性，又增添了情节的悬疑感。
值得注意的是，高罗佩在引入西方叙事技巧的同时，仍保留了中国公案小说的本土特色。他精心塑造了

狄公的四位助手：洪亮（参谋）、乔泰（侦查）、马荣（情报）、陶甘（取证），组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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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群像”。在《黄金案》中，乔泰和马荣凭借其绿林背景深入丐帮获取关键线索的情节，既展现了唐代县
衙办案的实际运作方式，又巧妙地弥补了限知视角在信息获取方面的局限性。这种"西体中用"的叙事策略，
既满足了西方读者对侦探小说逻辑性的期待，又保留了中国公案文学特有的集体智慧元素。

2.2. 人物塑造的跨文化调适
高罗佩对人物的重塑是跨文化接受的关键。他既突破了中国公案的角色范式，又规避了西方对中国形象

的刻板偏见。

2.2.1. 狄公形象：从神化清官到人性英雄

高罗佩对狄仁杰形象的塑造突破了传统公案小说中“神化清官”的刻板模式。与包公“日断阳，夜断阴
”的超自然形象不同，他笔下的狄公呈现出丰富的人性维度：既有儒家“仁义礼智信”的坚守（如《红亭
子》中严正宣告“法度乃立国之本”），又具道家隐士点拨的智慧（《铁钉案》中老道士的启发），更不乏
抚琴品茶的生活情趣（自嘲“断案如弈棋”的妙喻） [11]。尤为特别的是，作者通过《朝云观》中狄公对同
性情感的宽容态度（“只要不伤害他人即可”），将现代西方价值观巧妙融入古代叙事框架 [11]。这种立体
化塑造使狄公成功跨越文化隔阂，被西方读者誉为“兼具苏格拉底之智与绅士风度的东方智者”[1]，实现了
传统清官形象的现代转型。

2.2.2. 女性角色：文化过滤与误读

高罗佩对女性罪犯的塑造展现了跨文化书写的独特张力。通过对比《狄公案》中的毕周氏与《铁钉案》
中的陈宝珍，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这种转变：传统叙事将毕周氏简化为“恶淫妇”的符号（“素装打扮，无奈
那一副淫眼...”），而高罗佩笔下的陈宝珍则呈现出复杂人性（“神态自若，气度倨傲”）和情感诉求（自
述婚姻不幸） [12]。这种差异同样体现在惩罚方式上——从传统对“淫妇”的“骑木驴”酷刑示众，到仅止
于真相揭示的现代司法精神。
然而，这种人性化处理也带来了历史真实性的问题。清末档案（1901-1911）显示，女性犯罪多具隐蔽性

与协从性，而高罗佩塑造的汴夫人（《湖滨案》）、陈宝珍等独立犯罪女性形象，实则是将20世纪西方女权
主义思潮投射于唐代社会。这种“创造性误读”虽强化了人物形象的现代共鸣，却在跨文化传播中形成了对
历史真实的某种改写。

2.3. 法律文化的双向阐释
法律观念是中西文化差异的焦点。高罗佩通过双重策略实现融合：既忠实呈现中国唐代法律精髓，又注

入西方法律文化的可理解性。

2.3.1. 中国礼法体系的真实呈现
高罗佩对《唐律疏议》的深入研究使其小说精准再现了唐代司法制度的精髓。他通过三个典型细节展现

这一特色：首先，刑讯制度方面，狄公审讯时需将笞刑记录于《讯杖簿》，并严格遵守“三度限杖”的规
定；其次，证据规则上，《黄金案》中因韩咏南贿赂销毁账册导致证据不足无法立案，生动体现了“赃证不
立，不得定罪”的司法原则；最后，在亲伦关系处理上，《迷宫案》对孝子复仇的默许态度，深刻反映了儒
家“亲亲相隐”理念与法律条文之间的张力 [3]。这些细节既展现了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也增强了小说的历
史真实感。

2.3.2. 西方法律观念的自然渗透

高罗佩在法律文化呈现上采取了创造性的双向阐释策略，成功实现了东西方法律智慧的有机融合。这种
独特的处理方式既赢得了中国学者“比很多中国人更懂唐律”的赞誉，又让西方读者能够通过熟悉的法律场
景理解中国司法文化的精髓。具体而言，针对中国礼法中的刑讯制度（笞杖），高罗佩在改编时强调程序限
制，如“三度限杖”的规则，避免滥用刑罚。例如在《黄金案》中，杖刑的执行被严格记录于《讯杖簿》，
体现程序正义；针对帝王终审权，高罗佩的西方叙事弱化了皇权干预，突出地方官员的自主性。例如《四漆
屏》中，狄公独立判决案件而不奏报皇帝，强调其个人能力与权威；针对道德教化判决，中国传统司法中的
道德劝诫被转化为“心理惩罚”手法。如《红楼案》中，法官以公开蔑视代替肉体刑罚，利用舆论压力促使
罪犯悔过。这些策略既保留了中国礼法的文化特色，又适应了西方读者的法治观念与叙事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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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接受
高罗佩创造性地运用“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文化转译策略，在保留中国文化本真性的同时确保跨文

化可读性。其具体实践体现在三个维度：卷首原创中文律诗（如《黄金案》“父母官，天子臣”）配合英译
注解，既呈现汉字美学又阐释儒家伦理；亲绘的百余幅明代白描风格插图，使《迷宫案》中的屏风山水兼具
物证功能与美学意蕴；《御珠案》的端午龙舟、《除夕疑案》的团圆主题等节俗叙事，将文化符号自然融入
案件脉络。为避免东方主义式的猎奇呈现，高罗佩采取双重保障机制：通过学术性注释（如中元节文化阐
释）建立认知桥梁，同时将文化元素（如《漆屏案》中的屏风）深度嵌入叙事逻辑，使其成为推动情节的关
键线索。这种处理既满足了西方读者对"东方奇观"的期待，又确保了文化理解的准确性和叙事的内在统一
性。

3. 结论

综上所述，高罗佩通过《大唐狄公案》构建了一种独特的跨文化对话机制。他在叙事结构上融合了中国
公案小说多案交织的传统与西方侦探小说倒叙悬念的手法；在人物塑造上兼顾了儒家士大夫形象与西方个人
英雄主义特质；在法律文化层面实现了中国礼法精神与西式程序正义的双向阐释；在文化意象的传递上，则
通过“异化注解+功能转化”的策略，使高语境文化符号得以在低语境中有效传播。
这一案例对跨文化叙事理论至少带来三点启示：首先，文化理性高于技术精准，高罗佩的成功并非依赖

语言转换的精确性，而是源于对中西叙事美学的深刻理解与创造性融合；其次，双向阐释有助于避免文化霸
权，他既没有将狄公简化为“东方福尔摩斯”，也未因追求“文化本真”而牺牲可读性，从而展现了文明互
鉴的现实可能；第三，接受语境决定策略选择，高罗佩在早期作品中为贴近中国读者采用章回体结构（如
《迷宫案》中文版保留对仗回目），而在后期转向西方市场时则弱化了形式特征，体现出策略上的高度灵活
性。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例如对非西方读者（如东南亚地区）的接受差异探讨不够深入。未来研

究可进一步拓展至高罗佩模式与当代“中国IP出海”策略的对比分析，以及从东方主义视角考察“狄公形象
”在西方大众文化中的演变轨迹。
在“文明冲突论”时有回潮的当下，高罗佩的跨文化叙事范式提供了一种理性而建设性的路径。它既不

是亨廷顿式的文明对立，也不是简单的文化拼贴，而是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通过创造性转译构建起“和而
不同”的意义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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